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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光 《厦门志》 中的闽南人文与城市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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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清代道光年间， 周凯主持编纂的 《厦门志》 是一部引证丰富、 体例完备的地方志书。 它较为

详细地记录了厦门的历史沿革、 典章制度、 施政情况， 在本土艺文、 风俗、 城建等诸多方面体现出浓郁的

地方特色。 通过对道光 《厦门志》 的解读与探析， 提炼出其中所蕴含的闽南人文与城市记忆的元素， 能够

较好地还原厦门的发展历程， 从而帮助读者更为深入地理解闽南地区的城市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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厦门市地处福建省东南， 位于九龙江下方

外侧的出海口， 俗称 “下门”， 后雅化为 “厦

门”。 秦汉之时， 厦门为荒蛮的百越之地。 西

晋太康三年 （２８２）， 置同安县， 辖泉州、 厦门

等地， 但当年即撤， 厦门复并入晋安县。 后唐

长兴四年 （９３３）， 再次归为同安县。 宋朝时因

为盛产 “一茎数穗” 的优质稻而得名 “嘉禾

屿”， 该地名一直沿用到元朝。 厦门与泉州、
漳州相邻， 扼守前往台湾的要道， 是大陆东南

地区的门户， 其经济、 军事地位随南方省份的

繁荣而开始凸显。 自北宋嘉祐三年 （１０５８），
厦门岛 上 开 始 设 防 驻 兵。 明 洪 武 二 十 七 年

（１３９４）， 岛上建城竣工， 被命名为 “厦门城”。
清康熙二十二年 （１６８２） 清军收复台湾岛， 并

于次年设立台 （湾） 厦 （门） 兵备道， 厦门地

名从此固定下来。
清代厦门经历了两次地方志的编修： 乾隆

三十一年 （１７６６）， 薛起凤等人编撰了 《鹭江

志》， 此为厦门独立地方志的雏形； 道光十二

年 （１８３２）， 由周凯总纂， 凌翰、 陈荣瑞等参

编， 撰写了 《厦门志》， 即道光 《厦门志》。 需

要注意的是， 清方志中厦门的地域概念主要指

厦门本岛及其周边鼓浪屿、 火烧屿、 吴屿等面

积较小的岛屿 （参见图 １）， 应与目前厦门市下

辖 ６ 区的行政区划相区别。

一、 道光 《厦门志》 概述

（一） 周凯与道光 《厦门志》 的编纂

周凯 （１７７９—１８３７）， 字仲礼， 号芸皋， 又

号捞虾斋， 别署内自讼斋， 浙江富阳人。 清嘉庆

十六年 （１８１１） 进士， 历经乾隆、 嘉庆、 道光

三朝。 道光十年 （１８３０）， 任福建兴泉永道［１］。
就任期间， 周凯对 《鹭江志》 的散佚深感遗憾，
又适逢重修 《福建通志》， 于是 “网罗散轶， 搜

摭群言， 稽之 《会典》， 征之案犊， 与士林诸君

子相考订” ［２］１。 在其努力下， 《厦门志》 于 １８３２
年编纂成书。

道光十三年 （１８３３）， 周凯调任台湾道， 后

卒于任上。 《厦门志》 未能在周凯生前刊行， 仅

留稿本存于吕世宜家。 道光十九年 （１８３９）， 为

完成周凯未竟之志， 兴泉永兵备道黎攀缪、 福建

水师提督陈化成捐款， 正式将道光 《厦门志》
刻印发行。 该初印书板收藏于厦门玉屏书院， 民

国间转存厦门图书馆， 后由厦门玉紫财产管委会

进行了重印。 １９３８ 年厦门沦陷期间， 厦门图书

馆所藏原版书板被烧毁。 幸有重印版的存世， 道

光 《厦门志》 得以完整保留。
（二） 道光 《厦门志》 的体例与内容

道光 《厦门志》 是一部引证翔实、 体例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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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的地方志书。 它参考引用了大量文献， 包括

《福建通续志》 《泉州府志》 《康熙同安县志》
等 １０２ 部古籍及厦门岛各姓家谱， 留下了珍贵的

历史资料。 例如， 明朝遗民阮旻锡 《夕阳寮存

稿》 等文献就因道光 《厦门志》 的多处引用有

所留存。 全书共十六卷， 仿 《会典则例》 体例，
设图、 略、 表、 传、 记、 志 ６ 门， 分隶各卷， 各

门下又有不同细类 （见表 １）。

图 １　 道光 《厦门志》 卷一所录厦门全图［２］１５

表 １　 道光《厦门志》分卷内容简表

体例 卷次 内容

图 卷一《绘图》 厦门全图及御碑亭、万寿宫、紫阳书院等重要地点的绘图

略

卷二《分域略》 总领其余各略，主要陈述厦门的建制沿革与地理形貌

卷三《兵制略》 介绍厦门的兵制沿革，包括职官与兵额的裁设、将士俸禄、汛防安排等内容

卷四《防海略》 介绍厦门的海防历史，罗列汛口、汛地、炮台、墩台等要塞的位置分布

卷五《船政略》
介绍厦门的船政历史，包括战船定额的演变、船厂的发展过程、维修制度与费

用标准等内容

卷六《台运略》 简略记载赴台商船配送兵粮的定额与章程

卷七《关赋略》 重点介绍厦门海关的设置与关税定额

卷八《番市略》 简述与厦门通商的东南亚诸国的概况

卷九《艺文略》 梳理从唐代至清道光年间涉及厦门的文人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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续表 １

体例 卷次 内容

表
卷十《职官表》 康熙至道光时期厦门地区的职官名单

卷十一《选举表》 北宋至道光时期厦门考取贡生及以上的士子名单

传
卷十二、十三《列传》 著录与厦门相关的知名人物事迹

卷十四《列女传》 收录了明清两朝部分厦门女子贞烈贤孝的事迹

记 卷十五《风俗记》 从岁时节令、婚嫁丧葬、士农工商 ３ 个方面，描述闽南地区的习俗风尚

志 卷十六《旧事志》
包括“纪兵”与“丛谈”２ 条细目：前者梳理南宋至嘉庆年间发生在厦门及周边

区域的战事；后者为若干文人轶事的汇总

二、 道光《厦门志》中的闽南人文

“人文” 这一概念最早见于 《易经》： “文明

以止， 人文也” “观乎人文， 以化成天下” ［３］。
这里的 “人文”， 即人类社会的各种文化活动。
刘登翰的 《闽南文化研究的几个问题》 一文对

闽南人文的类型、 形态和内涵曾做出深刻的分

析。 他指出闽南文化的表现形态包括雅文化与俗

文化 ２ 个方面： “雅文化主要来自于对中原儒学

道统和文化精神的传承和发展； 俗文化则是与闽

南民众日常生活紧密相连的各种文化形态和仪

式。” “在讨论闽南俗文化时不应忘却雅文化的

存在及其对俗文化的影响， 俗文化中潜隐的雅文

化精神内核。” ［４］ 道光 《厦门志》 的内容充分展

示了闽南人文雅与俗的 ２ 个方面以及二者相互渗

透和制约的关系。
（一） 雅文化

闽南文化中的 “雅” 是对中原儒学道统与

文化精神的接受和传播， 这在道光 《厦门志》
的记载中主要体现为厦门地区文治教化的兴盛：
一方面， 地方政府重视教育， 民间求学之风浓

郁； 另一方面， 厦门文坛逐渐兴盛， 时有优秀作

品涌现。
１． 敬教劝学， 尊奉朱子。 唐代前期， 厦门

尚属于未开化的蛮夷之地； 自中晚唐起， 为推动

广东福建等南部地区的发展， 朝廷倡导儒学， 鼓

励科举， 后各朝也皆延续此策。 闽南地区受此影

响， 可谓是 “缦胡之缨， 化为青衿”， 读书习文

风气盛行， 文人雅士渐出。 例如， 欧阳詹、 苏颂

等皆为闽南士子中的优秀人物。 南宋时期， 朱熹

任同安主簿。 同安既是朱熹仕途的第一站， 亦是

其任职地方为官最久之地， 同安因此被视为

“朱子学” 的发祥地。 朱熹为政期间， 敬教劝

学， 兴贤育才， 极大地推动了厦门的文治教化。
正如 《鹭江志·嘉禾里序》 所言： “自陈黯公避

黄巢乱， 徙厦金榜山， 以文场老， 宋朱子簿同

邑， 景仰高山， 临履其地， 镌诗于读书室以赞

之， 而嘉禾遂有先儒过化风。” ［５］

清康熙年间， 厦门先后兴建了玉屏、 紫阳两

座书院， 分别由兴泉永道和厦防同知负责。 玉屏

书院是厦门岛上历史最悠久的书院。 据 《厦门

志·分略论》 记载， 它于康熙时期由威略将军

吴英在城内原义学遗址上所建。 户部郎中雅奇又

增设学舍， 建立集德堂， 后因生徒稀少而荒废。
乾隆年间， 南澳总兵署水师提督倪鸿范、 兴泉永

道白瀛等人重建书院， 通过考试优选生童， 提供

膏火费， 并聘请名家授课。 例如， 进士郭迈、 黄

寿、 蓝应元、 郭龙光、 郭尚先等人均曾执教于玉

屏书院。 紫阳书院得名于朱熹的别称 “紫阳先

生”， 规模较玉屏书院小， 为康熙时期厦防同知

范廷谟创办。 雍正时同知冯鉴加以扩建， 后经同

知李暲、 胡宗文整顿， 书院得以稳定发展， “文
风大振， 刻 《鹭江课士录》， 以示奖劝。 自是相

沿不改， 延师讲学， 遂无虚岁” ［２］４２。 两所书院

尊奉朱子， 设专祠供奉。 玉屏书院的朱子祠， 先

设在 “萃文亭”， 后改在 “集德堂”。 紫阳书院

祀奉朱子的场所为 “紫阳祠”， 位于讲堂之前。
书院每年春秋两季进行祭祀朱子的仪式， 以表达

对朱子的尊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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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方官员的重视与倡导， 为厦门营造了良好

的治学氛围。 在两大书院的引导下， 岛上学风浓

郁， 市井乡都， 诗书振响。 除官办书院与社学

外， 各类私塾、 蒙学馆也欣欣向荣， 呈现出

“塾学蒙馆， 交错衢巷， 书声相闻” 的景象。
士人好结文社， 月有课， 课有期， 期则团聚

角艺， 至宵分乃罢。 求前辈甲乙之， 又得玉屏、
紫阳两书院以时鼓励。 文气日上， 虽市楼、 估

客， 濡染耳目， 亦有能拈诗斗韵者［２］５１４。
在此情况下， 厦门涌现出一批优秀的学子。

《厦门志·风俗记》 “俗尚” 一节里说 “同安人

物， 厦、 金尤为称盛。 有明一代， 廉节、 文藻卓

乎可 观。 厦 门、 漳、 泉 杂 处， 士 子 多 秀 异

者” ［２］５１１； 又据 《厦门志·选举表》 记载， 厦门

在宋朝共有 ５ 人中进士； 明代有进士 １０ 人， 举

人 １８ 人， 贡生 ２５ 人， 此外， 还有武进士 １ 人，
武举人 ９ 人； 清代人数更多， 有进士 １２ 人， 举

人 ３５ 人， 贡生 ４４ 人， 另有武进士 ２ 人， 武举人

１６ 人， 呈现出逐年递增的趋势 （见表 ２）。

表 ２　 《厦门志·选举表》人物统计表

宋 明 清

进士 ５ １０ １２

举人 １８ ３５

贡生 ２５ ４４

武进士 １ ２

武举人 ９ １６

厦门地区人才辈出， 得到不少文士的称颂。
例如， 池显方 《大同赋》 用 “地灵人杰， 科甲

云屯” ［２］５０８来形容厦门； 清朝白瀛 《玉屏书院碑

记》 认为厦门有孔孟遗风， “同安自紫阳朱子主

邑簿， 建高士轩、 畏垒庵， 倡导兴学， 代有传人

———俾海滨邹鲁之风， 蔚然再睹” ［２］５０８等。
２． 文坛兴盛， 佳作时出。 《厦门志·列传》

提到： “厦门人物， 以南陈北薛为最古。” ［２］４１８唐

代文人陈黯与薛沙先后居于厦门岛上的金榜山与

薛岭， 时有 “南陈北薛” 之称， 厦门文坛由是

而兴。 元代张翥在 《金榜山诗》 中赞其为 “衣
冠陈氏族， 桃李薛公园”。 南宋时期朱熹在同安

的任职， 更是对厦门文坛发展的一大推动。 黄名

香的 《鹭江志》 就认为厦门 “唐为陈、 薛衣冠

之地， 宋为文公过化之区” ［２］５０８。 厦门文坛的发

展情况在 《厦门志·艺文略》 里得到了较为充

分的体现。
《艺文略》 是对名宦邑贤关于厦门岛上风土

人情、 民命利弊之作的集中辑录。 其小序提到：
厦虽蕞尔一岛， 不乏名宦邑贤， 故于奏议、

公移， 以至城池、 公署、 祠庙、 岩洞之记、 序、
诗、 章， 有关岛上风化、 民命利弊者， 录为艺文

略。 他虽奇文雄策， 不系岛上， 概置不载［２］２２０。
士人所作的文章， 如内容与厦门岛相关， 则

收入 《艺文略》 中。 具体又分为 ３ 个部分： 第一

部分为从唐代至道光年间文人士子关于厦门岛的

作品书目 （见表 ３）。 第二部分以文体分类， 收录

了疏、 论、 议、 咨、 书、 记、 序、 墓志铭 ８ 类作

品， 共计 ４３ 篇 （见表 ４）。 其中既有注重实务的

公文奏议， 例如， 杨捷的 《水师请设等事疏》 针

对海寇侵扰的现象建议重设水师提督， 万正色的

《讨平逆巢疏》 上奏其大败郑经部队将领朱天贵、
夺取厦门一事； 亦有书信杂记等文学性相对较强

的个人创作， 如倪冻的 《醉仙岩记》、 张对墀的

《鹭门山行记》 等。 第三部分收录了朱熹、 丁一

中、 池显方等知名文士的 １０５ 首诗作。

表 ３　 道光《厦门志·艺文略》收录书目数量简表

朝代 人数 册数

唐 ２ ４

宋 ２ ４

明 １６ ５３

清 ３５ ８４

表 ４　 道光《厦门志·艺文略》各体作品数量简表

文体 疏 咨 论 议 书 记 序 志铭 诗

篇数 ４ １ １ １ ６ １５ １３ ２ １０５

７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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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 ３ 可以清楚看到厦门文坛从荒凉走向兴

盛的过程。 唐宋时期关乎厦门的作品十分有限，
唐代书目仅列薛令之的 《明月先生集》 《补阙

集》 与陈黯的 《裨正书》 《颍川先生集》， 宋代

书目仅列林棐的 《诗文集》 与薛舜俞的 《易抄

诗书指》 《文集》。 到明代则增加到 １６ 人 ５３ 部

作品， 清代为 ３５ 人 ８４ 部作品。 这与闽南地区接

受中原文化的进程是同步进行的。
《厦门志·艺文略》 收录诗文作品 １４８ 篇，

以记录厦门风景名胜者居多， 占总数的 ８０％ 以

上。 例如， 金榜山是厦门先贤陈黯的隐居之地，
自宋始就有大量文人墨客慕名而来， 留下了不少

诗文作品。 朱熹就曾寻访陈黯遗迹， 作 《金榜

山诗》 与 《金榜山记》， 后者现仍可见于金榜公

园的摩崖石刻上。 元代张翥的 《金榜山诗》、 明

代池显方的 《访陈希儒隐处》 《登金榜山访唐陈

希儒隐处》、 清朝洪世泽的 《金榜山访黯公石

室》， 均为游览金榜山、 追思陈黯之作。 其余本

土景点， 如云顶岩、 五老山、 普陀寺、 鼓浪屿

等， 皆是文人们热衷书写的对象， 当中不乏佳

作。 以同安人氏池显方的 《玉狮斋记》 为例：
榕本茂， 不值花； 地本高， 不架楼； 客本

少， 不掩户。 海之胜， 亭收之； 山之胜， 斋收

之； 云烟风月之胜， 树收之； 而合诸胜之胜， 则

主人收之［２］２５０。
作者使用一组排比分句， 营造出玉狮山树茂

胜花、 地高人稀的氛围； 随后以 “收” 字将海

与亭、 山与斋、 云烟风月与树等几组景致动态地

连缀在一起， 呈现出一种各景观互为补充、 互为

映衬的画面感。
又如清代张对墀的 《鹭门山行记》：
时片云微黑， 急雨骤至， 点衣如风落松子。

呼寺僧汲水煮茗， 连吃卢同七碗， 而山风已送雨

过别墅矣。 南普陀寺者， 靖海将军建也。 寺面海

背山， 众石磊磊可爱。 左有石形似钟， 旁产一石

槌， 横侧似欲撞钟状； 右有石形似鼓， 旁产二石

槌， 并悬似欲击鼓状［２］２４６。
先写乌云骤雨之下， 雨点打湿衣服有如松子

被风吹落一般， 极为有趣； 而后 “山风已送雨

过别墅矣” 的 “送” 字， 将山风拟人化， 不说

雨停， 而说风送雨过， 别出心裁； 再用比喻的修

辞手法， 生动地描写了南普陀寺周围众石状如石

槌、 石钟、 石鼓， 且石槌欲撞钟击鼓之态。
道光时期闽县进士曾兆鳌在 《玉屏书院课

艺序》 中评价说： “厦自薛珍君、 陈希儒以文学

崛起一隅， 至宋而朱文公官其地， 故士生其间多

能文章而尚节义， 盖遗风余韵至 今 犹 有 存

者。” ［６］可谓对厦门文坛繁荣景象的真实写照。
（二） 俗文化

“闽南文化的特殊地域色彩和个性魅力， 主

要表现在俗文化之中。 这也是我们谈及闽南文

化， 便离不开方言、 宗族、 民间信仰、 民间戏曲

和歌舞等等的原因” ［４］。 俗文化指的是流行于民

间的通俗文化， 它体现在生活习俗、 宗族血脉、
民间艺术、 民间信仰等日常民生层面， 与大众息

息相关。 对此， 《厦门志》 有着较为丰富的记

录， 试举几例加以说明。
１． 岁时节俗。 《厦门志·风俗记》 里记录

了厦门地区每年的节日习俗： 从正月里焚香纸放

爆竹、 走亲访友， 到七月中设盂兰盆会超度亡

魂， 再到除夕贴春联、 祭祀先祖等。 除了上述常

见的风俗之外， 部分岁时习俗则体现出典型的闽

南特色。 例如， 正月 “初九日， 设香案， 向户

外祀之。 爆竹之声达旦， 名曰祭天” ［２］５０９。 正月

初九被视作玉皇大帝的生日， 又称 “天公生”，
是闽南地区重要的节庆之一。 当日， 每家设香案

向户外祭祀， 燃放爆竹至黎明， 以此祭天。 又

如， “初二日， 街市乡村敛钱演戏， 为各土地神

祝寿， 家造蛎房饭为供” ［２］５１０。 每年二月初二，
家家户户都会祭祀土地公， 煮海蛎饭为贡品， 还

会集体筹钱请戏班表演， 为土地神祝寿。 重阳

时， 其余省份通常登高祈福， 秋游赏菊， 而厦门

正处温暖多风之际， 因此有登高放风筝之举。 再

如， 每年腊月十六日， “商贾皆祭土神， 牲醴极

丰” ［２］５１１， 这一天是商户祭祀土地神、 宴请亲朋

好友的日子， 又被称为 “尾牙”。 至今闽南及台

湾地区的商家们还保留着 “尾牙” 酬宾的习俗。
２． 宗族血脉。 古代律法在立嗣继承上有着

严格的限制， 只有男性无子时才允许立嗣。 立嗣

应按亲疏关系， 由近及远选择同宗辈分相当之

人， 严禁立异姓为嗣， 以防乱宗。 然而， 闽地风

俗却与之大相径庭： 无论是否有亲生儿子皆可抱

养他人之子， 且抱养对象不拘是否同宗同姓。
闽人多养子， 即有子者， 亦必抱养数子。 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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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令其贩洋， 赚钱者， 则多置妻妾以羁糜之， 与

亲子无异。 分析产业， 虽胞侄不能争。 亦不言其

父母。 既卖后， 即不相认［２］５１７。
闽地特殊的养子制度， 多出于现实的考虑：

（１） 避免亲子承担出海的风险。 福建很多家族

都以贩海为生， 风险极大， 稍有不慎便全船倾

覆。 善待养子， 既可以使其出海为家族谋利， 同

时也保证了亲子的生命安全。 （２） 为了壮大家

族势力， 正如 《同安县志·风俗志》 所言 “出
于巨乡大族强房者为之， 嘉道前械斗盛行， 乡人

恃丁多为强” ［７］。 陈支平在 《近 ５００ 年来福建的

家族社会与文化》 中指出： 在相互割据、 对抗

的乡族社会里， 家族男丁的兴旺与否， 直接关系

到家族势力的强弱［８］。 这种出于现实功利角度

形成的抱养传统， 是闽台地区所特有的习俗， 直

至民国时期仍然继续保留着。
３． 民间艺术。 厦门地区在花艺、 茶艺、 曲

艺等方面皆有独到之处。
因为常年阳光充足， 气温较高， 厦门气候较

为适宜花卉生长。 人们以花卉作为馈赠往来的必

备品， 妇女们喜好以花卉为头饰， 鲜花的培育与

编扎于是成了一门普遍的技艺。 《厦门志》 中有

载： “生花尤工巧， 馈贻必用花。” ［２］２１５培育的鲜

花应当精致美丽， 以备应酬之用。 此外， “岛中

妇女， 编花为龙凤、 雀蝶诸形， 插戴满头” ［２］５１５。
女子们擅长将鲜花编织出各种造型， 佩戴于头发

上， 不簪鲜花反而显得另类。 清代周亮工的

《闽小记》 便将这些满头鲜花的妇人称之为 “肉
花盎”。

闽南人俗好饮茶， 盛行 “工夫茶” 之道，
厦门也不例外。 工夫茶的茶具制作精良， 小壶称

为 “孟公壶”， 小杯则为 “若深杯”。 有客来时，
用文火煎茶以待客， 客人则应细辨其色香味， 然

后小口品尝， 否则易遭人耻笑。 好茶者还会进行

斗茶， 从茶色、 水痕、 茶味等多方面比较烹煮茶

叶的技艺， 一分高下。 痴爱饮茶者甚至会出现

“所入不足以供茶费” 的情况。
在曲艺方面， 厦门民间流行梨园戏。 梨园戏

起源于福建泉州， 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剧种之

一。 角色分为 ７ 个行当， 又被称为 “七子班”。
赛社演剧， 在所不禁； 取古人忠孝、 节义之

事， 俾观者知所兴感， 亦有裨于风教。 闽中土

戏， 谓之 “七子班”； 声调迥别［２］５１８。
《厦门志》 中所说的 “闽中土戏”， 即梨园

戏。 戏曲使用闽南语演唱， 故 “声调迥别”。
《厦门志》 里还提及一部极具代表性的梨园戏作

品 《荔镜传》 （又名 《陈三五娘》）， 讲述的是

泉州人陈三与潮州女子黄五娘的爱情故事， 深受

当时女性观众的喜爱， “妇女观者如堵”。 但因

其歌颂的自由恋爱的方式有悖于传统的婚姻观

念， 因此一再被官府禁演。 时至今日， 《陈三五

娘》 仍是福建省梨园戏实验剧团的保留曲目

之一。
４． 民间信仰。 闽地笃信鬼神之说， 民间信

仰盛行。 祭祀的对象五花八门， 已逝的先贤名

人， 乃至石头、 大树、 木偶、 古柩等， 都可以成

为祭祀的对象。 例如， 农历六月十八日为翔安马

巷池王爷诞辰， 传说池王爷为明代一池姓进士，
为免百姓受天花荼毒， 将痘毒吞下身亡， 百姓感

念其恩德， 为之立祀祭拜。 又如， 民间信奉风狮

爷， 将石头雕刻成狮子状， 置于屋顶或村落高台

等处， 用来镇风止煞， 祈求家宅平安。 闽地祭祀

名目繁多， 终年不绝， 民众迷信巫觋， 且重神不

重医， 常将病痛归为触犯鬼物而讳疾忌医。 上述

这些行为， 一直被秉持儒家正统思想的士人所诟

病。 清代 《重纂福建通志》 里指出： “闽人好

鬼， 习俗相沿， 而淫祀惑众。” ［９］ 《厦门志》 亦

云： “邪怪交作， 石狮无言而爷， 大树无故而立

祀， 木偶飘拾， 古柩嘶风， 猜神疑仙， 一唱而

和， 酒肉香纸， 男女狂趋。” 并且用 “岂不谬

乎” “尤宜痛为惩治” “尤为可笑” 等评语， 旗

帜鲜明地予以批判［２］５１７。

　 　 三、 道光 《厦门志》 中的城市
记忆

　 　 厦门偏居东南一隅， 原为荒无人烟的岛屿，
在宋以前未有记载。 因地处交通要道， 屡遭兵

火。 至康熙十九年 （１６８０）， 清总督姚启圣、 水

师提督万正色、 陆路提督杨捷出征金门、 厦门，
郑经率厦门守军退守台湾， 同年清廷派总兵镇守

厦门。 自此厦门得以稳定发展， “人民蕃庶， 土

地开辟， 市廛殷阜， 四方货物辐辏”， 在人口繁

衍、 城市建设、 贸易往来等各方面蒸蒸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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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骎骎乎可比一大都会” ［２］１３。 《厦门志》 用细致

地笔调为读者勾勒出一幅海岛城市的图画。
（一） 居民生计

在清政府的统治下， 厦门居民的数量稳定增

长。 人们依靠海洋展开生产活动， 农民、 工民、
商民与海洋都有密不可分的联系。

据 《厦门志·关赋略》 中 “户口” 一则记

载， 乾隆三十四年 （１７６９） 《鹭江志》 编撰时，
厦门有 １６ １００ 余户人口， 而至道光十二年

（１８３２） 厦门土著人口共计 １４４ ８９３ 人 （不计僧、
尼、 道士）， 其中， 男 ８３ ２２９ 人， 女 ６１ ６６４ 人。
人口的增长意味着城市规模的扩大， 对各类物资

的需求也随之增多。 厦门面积狭小， 难以进行大

面积的农耕。 《厦门志·风俗记》 称 “近山者率

种番薯， 近海者耕而兼渔， 统计渔倍于农”， 离

山区近者多种植番薯， 依海而居者既耕亦渔， 整

体上渔业远较农耕发达，“田少海多， 民以海为

田” ［２］５０９。 临海的村落划海为界， 建立蚝埕、 鱼

簖、 蚶田、 蛏溆， 养殖各类水产。 百姓将海洋作

为生计来源， 因此十分重视海域的归属。 如果出

现越界捕捞的情况， 会引发争端， 甚至是性命

之斗。
厦门交通海内外， 尤其是南洋诸国， 贸易行

业相当发达， 清时关税收入居福建之首。 厦门商

民以 “贩海为利薮”， 航线丰富， 对内最北航至

辽东锦州， 最南到达广东东部， 一年可以往来台

湾数次； 对外可至今天的菲律宾、 新加坡、 印尼

一带。 出海贸易最高能够获得数十倍的利润， 因

此即使风险巨大， 亦有数以万计的居民以此为

业。 海洋贸易的兴盛， 使木器、 金银器、 陶瓷、
刺绣等产品都成为热销商品， 极大地推动厦门手

工业的发展。 女性多以纺织为业， 因厦门不宜蚕

桑， 故专事刺绣。 技艺高明者 “自赡其口尚有

赢余”， 能够以刺绣养家糊口。 冶炼、 锻造、 木

器、 制船等手工业者， 则以外来移民居多， 如

《厦门志·风俗记》 所述： “厦门土、 木、 金、
银、 铜、 铁诸工率自外来， 船工大盛， 安其业

者， 多移居焉。” ［２］５１２

（二） 城市格局

厦门城坐落在厦门岛中部偏西处， 明洪武年

间首建， 清代多次重建加固。 嘉庆时期， 厦门城

东南西北 ４ 门各增设 ２ ０００ 斤重的铁炮， 加强防

守。 道光时期， 厦门城以水师提督衙为中心， 方

圆 ６００ 丈， 关帝庙、 城隍庙、 玉屏书院等部分重

要场所位于城中。 城外建设围绕厦门城， 向四周

辐射扩展。 离城近处有朝天宫、 户部衙、 鸿山

寺、 蔡妈街等建筑； 远处东南向建有塔头城， 北

有高崎、 东有东屿、 西有五通等诸寨， 拱卫厦门

城。 海关渡口则集中在城南门外沿海一带， 水师

营署主要置于西门、 南门外近海处。
厦门岛原本街道狭窄， 人口众多， 人们居住

在简易的棚屋度日， 再加上粪土堆积， 沟渠不

通， 整个城市肮脏潮湿。 “街市窄狭， 民居稠

密， 架席片薄板蔽日。 而又堆积粪土， 薰蒸潮

湿” ［２］３１。 直到道光十年 （１８３９）， 厦防同知许原

清到任， “疏沟最善， 并立石禁止堆积粪

土” ［２］３１， 在其大力整顿下， 这一现象才逐渐消

失。 随着本土经济的发展， 厦门岛上形成了具备

不同功能的街市区域， 包括出售碗具的碗街、 纸

制品的纸街、 陶瓷的磁街、 竹制品的竹仔街等。
同时， 也出现了菜市、 油市、 猪市等较为规律的

墟集。 例如， 每日黎明东门外三官宫前有贩卖蔬

菜的菜市； 每年 １０ 月至次年 ２ 月， 海岸内武庙

前定时贩售花生油等。
厦门 “据十闽之要会， 通九译之番邦”， 南

来北往者甚广。 《番市略》 中记录了与厦门有贸

易往来的国家和地区多达 ３１ 个， 近及东亚的朝

鲜、 日本、 琉球， 远至欧洲的英国、 法国、 荷兰

等。 作为海上交通要塞， 厦门海关渡口设置清

晰， 职责分明。 例如， 岛美渡为海关所在， 凡

“外洋渡台、 南北商船出入”， 都需要至岛美渡

厦门海关正口请求验证， 根据货物类别级重量征

税； 水仙官渡主要停泊来自金门的渡船， 同安、
南安船只泊于打铁渡， 漳浦、 漳州船只泊于太史

巷渡等。 厦门俨然如 《厦门志》 收录的孙云鸿

《嘉禾海道说》 所言， “斯大小帆樯之集凑， 远

近贸易之都会也” ［２］１６。
（三） 海岛生活

厦门具有鲜明的亚热带海岛的地理特点： 田

少海多， 不宜种植谷物； 气候温暖， 冬无严寒，
夏无酷暑， 适合花草生长； 常有海风呼啸， 偶见

台风。 因此， 形成了厦门居民特有的海岛生活方

式。 在饮食方面， 居民多栽种红薯， 以杂粮为主

食。 台运开通以后， 米粮主要依赖于台湾的产

０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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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 岛山不生草木， 柴火皆自外来。 遇到天气恶

劣的时候， 便有 “米珠薪桂之虑”。 在衣饰穿着

上， 居民以布包裹头部抵御海风侵袭， 盛夏亦

然。 四季温暖， 人们冬天也不穿袜子。 城东一带

多花园， 菊花四时常有， 所以部分 “居民不种

五谷， 世以花为业”。 岛上房屋建造得低小多门

以便通风， 屋顶为平屋顶， 以减轻风力猛烈时对

房屋造成的压力。 因为屋墙低矮， 容易被人翻墙

而入， 所以家家户户在墙角放置有一尺余高的碎

瓷碗、 碎瓦片等， 以防小偷入室。
（四） 城市性格

厦门自古就是一个岛屿城市， 城海相依， 居

民的生存离不开风浪无常的大海。 面对复杂多变

的海洋环境与丰富的海洋资源， 既需要个人敢于

迎风搏浪、 不畏艰难， 也需要依靠集体协作、 同

舟共济， 从而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料。 在此前提

下， 厦门形成了一种以冒险拼搏与团结宽容为特

质的城市性格。
１． 勇于拼搏的精神。 厦门居民无论男女老

幼， 从小就能弄潮戏水， 无畏海浪。 《厦门志·
风俗记》 中提到： “十岁童子驾轻舸， 鸣榔下

饵， 掀舞波涛中无怖。” ［２］５１６年仅 １０ 岁的幼儿可

以驾小船捕鱼， 或者敲击船舷发出响声惊动鱼

群， 或者撒饵诱鱼， 使之入网， 面对海浪毫不胆

怯。 这种无所畏惧的冒险精神源自于利润的驱

使， “计其获利殆视耕倍也”。 这也是厦门商人

能够 “视汪洋巨浸如衽席” 的最大原因。 厦门

人追逐实利， 勇于冒险， 而在需要保家卫国时，
这种勇猛无畏的精神发挥得更为透彻。 《厦门

志·列传》 里就记载了一批不畏艰险、 勇于牺

牲的忠烈之士。 例如， 奉命死守同安、 英勇殉难

的叶翼云； 浴血奋战、 杀番贼无数， 被围困而战

死的张养； 东征南潭、 牺牲前阵的彭大猷等。 厦

门城市性格的重要体现之一就是迎难而上、 勇往

直前的品质。
２． 团结宽容的品质。 大部分厦门居民以海为

生， 常年的海上作业离不开彼此之间的信任与配

合， 因此形成了一种相互扶持、 互利互惠的风气。
“岛中风俗， 好义者多， 凡遇义举、 公事， 众力易

擎” ［２］５１４。 在日常生活中， 厦门人好义乐施， 多行

普惠民众之举。 岛上知名的紫阳书院、 玉屏书院

的运营经费皆是由官员、 乡绅、 群众共同筹集而

来。 同时， 在官员的倡议下， 通过民间募捐的方

式兴建起各类慈善机构， 包括： 建义冢 ４０ 余处，
来埋葬贫民及在海防战事中牺牲的士兵； 建社仓

７ 处、 义仓 １ 处， 作备荒救济之用； 为贫家子女、
弃婴设立育婴堂等。 当面对外敌的时候， 岛上居

民更是能够齐心协力， 守望相助。 《厦门志·风俗

记》 有载： “漳、 泉间有所谓强熕者， 厦门四面

濒海， 随潮往来， 难于防范。 近令各保为图， 十

户一灯， 家出人支更， 守望相助， 庶几奸无所容

矣。” ［２］５１９岛上居民轮流守夜示警， 以此共同抵御

海盗的侵扰。 在遇到矛盾冲突时， 厦门民风较漳

州、 泉州更为温和宽容。 “乡村民气亦较漳、 泉为

驯。 间以负气相角， 睚眦小忿， 一叶槟榔， 两家

解释； 即宿怨积恨， 亦可杯酒言消” ［２］５１９。 村民们

通过馈赠槟榔， 即可消除彼此之间的纷争， 甚至

积年宿怨也可在酒宴上得到化解。

综上所述， 道光 《厦门志》 作为一部体例

完备的地方志书， 既记录了厦门城市的发展历

史， 更是厦门本土文化的一个缩影， 为研究清代

厦门乃至整个闽南地区的艺文创作、 民风民俗、
闽台关系、 对外贸易等方面提供了宝贵的史料。
目前学界仅从海运、 兵制、 船政等角度关注

《厦门志》， 对其文化价值挖掘较少， 这无疑是

一种遗憾。 当下 “海丝” 经济、 “海丝” 文化正

成为关注的热点， 在这一契机下， 重新发掘道光

《厦门志》 的文化价值， 无论是对帮助读者了解

闽南文化的过去， 还是提升现有的文化自信与自

觉， 都将大有裨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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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 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ｏｆ “Ｔａｌｋｉｎｇ ａｂｏｕｔ Ｐｏｅｔｒｙ Ｍａｎｕｓｃｒｉｐｔ” ｐｕｂｌｉｓｈｅｄ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ｐｒｏｖｉｄｅ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ｆｉｒｓｔ － ｈａｎｄ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ｓ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Ｌｉｎ Ｇｅｎｇ’ ｓ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ｃｒｅ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ｔｈｏｕｇｈｔ， ａｎｄ ａｌｓｏ ｈａｖｅ ｃｅｒｔａｉｎ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ｖａｌｕｅ ｆｏｒ ｔｈｅ ｓｔｕｄｙ ｏｆ Ｘｉａｍｅｎ ｌｏｃａｌ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ａｎｄ ａｃａｄｅｍｉｃ ｈｉｓｔｏｒｙ．

Ｋｅｙ ｗｏｒｄｓ： Ｌｉｎ Ｇｅｎｇ； ｄｕｒｉｎｇ ｈｉｓ ｓｔａｙ ｉｎ Ｘｉａｍｅｎ；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 ｍａｔｅｒｉａｌ； ｃｏｍｐｉｌａｔｉｏｎ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ｌｏｓｔ ｗｏｒｋｓ

（责任编辑　 张永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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